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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和陶诗研究，学界已有大量成果，但从易

代之际文学思想演变的角度加以关照，迄今尚无人

问津。诸如，表达易代之际的思想情感何以要用和

陶方式，诗人从和陶诗中汲取了何种思想资源，和

陶诗包含了怎样的易代情愫，又为当时诗坛提供了

何种独特的新元素等，均值得深入探讨。

元明之际是一个和陶诗创作比较集中的历史时

期，此时的和陶诗集，现今可考者除戴良《和陶诗

集》外，尚有叶烶《和陶诗》（已佚）、桂彦良《和

陶诗》（已佚）、范文焕《和陶诗》（已佚）、童冀

《后和陶诗》（存）、孙蕡《和陶诗》（已佚）、张泐

《和陶诗》（已佚）、张洪《和陶诗》（已佚）等［1］。

在当时写作和陶诗的 7 人中，戴良、叶烶、桂彦

良、范文焕、童冀 5 人均为浙东人，而保存下来的

戴良与童冀两个《和陶诗》集也均为浙东诗人而并

非陶渊明的江西籍诗人。可以说，和陶诗体现了元

明之际浙东诗学思想的一个侧面。此种情况应该并

非偶然巧合，而是具有某些深层的历史原因。

一 戴良和陶诗的遗民诗学观念

戴良《和陶诗》已被学界关注［2］，但大多从

遗民诗创作的角度展开论述。从文学思想研究的角

度，戴良此类创作或可提供更为丰富的诠释空间与

更大的启示意义。戴良，字叔能，号九灵山人、嚣

嚣生、方云林等，婺州浦江人。顾嗣立《元诗选》

撮合诸家记载概括其生平曰 :

良字叔能，浦江人。少学文于柳待制贯、

黄侍讲溍，学诗于余忠宣阙，皆得其师承。起

为月泉书院山长。至正辛丑，以荐授淮南江北

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然时事已不靖，无可

行其志。乃携家浮海至中州，欲与豪杰交，而

卒无所遇，遂南还四明。四明多山水，耆儒故

老往往流寓于兹，因相与宴集为乐，酒酣赋

诗，击节歌咏，闻者悲而壮之。洪武壬戌，召

至京师，赋文词若干篇，留会同馆，命大官给

膳。欲官之，以老病固辞，忤旨待罪。次年四

月，卒于寓舍，年六十七。［3］

戴良尽管与宋濂同出黄溍、柳贯之门，且二人交情

深厚，却选择了忠于元朝的遗民角色并为此送掉性

命，这到底是由于继承了方风等前辈的遗民精神，

还是由于受到其师色目官员余阙的影响，值得进一

步深究。但就其生平看，他是一位悲剧性格的文

人，既有强烈的用世观念，又对当时诸方割据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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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既想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又

想高蹈远举洁身自爱，因此，无论是元末身处战乱

还是明初隐身四明，他都始终处于焦虑忧郁之中。

像当时的诸多文人一样，他对陶渊明具有深深的仰

慕情怀，并由此写下许多咏陶、拟陶与和陶的诗

作。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和陶诗别具一格，体现了

其鲜明而独特的诗学观念与诗歌体貌。

戴良《和陶诗》一卷共 52 首，包括《和归去

来兮辞》《和杂诗十一首》《和拟古九首》《和饮酒

二十首》《和移居二首》等。显而易见的是，戴良

从陶诗中寻找到了与自己相同的情感倾向与价值观

念。他在《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序》中指出：“余

客海上，追和渊明《归去来辞》。盖渊明以既归为

高，余以未归为达，虽事有不一，要其志未尝不同

也。”［4］可知，戴良最重视陶渊明的人生志向。有

人曾如此概括元遗民的《和陶诗》：“元遗民诗人咏

陶和陶诗人诗作众多，形式丰富多样 , 但其核心价

值只有两个方面，一是歌颂其淡泊名利、率真适意

的优雅情怀；一是颂扬其不仕 二姓、刚强不屈的

高风亮节。”［5］此说大致符合诗坛实际状况。戴良

《九灵自赞》曰：“处荣辱而不二，齐出处于一致；

歌黍离麦秀之音，咏剩水残山之句。”［6］可知坚守

“不仕二姓、刚强不屈”的遗民气节，应符合其思

想情感倾向；但依照戴良当时的实际生活状况，其

率真适意的优雅情怀就很难在一般诗作中见到。他

元代灭亡之后的诗作，可以用慷慨悲凉加以概括，

诸如《秋兴五首》《忆鹤年有赋》《潇湘夜雨》《忆

宋庸痷》等，均是典型之作。

然而，沉郁悲凉并非戴良理想的诗歌审美形

态，在其心中，处乱不惊、超然物外才是一位儒

者应有的境界。他在《夷白斋稿序》中曾经反复

强调自己称赏的理想诗学形态：“盖四公之在当时，

皆涵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其摛辞则拟诸汉唐，

说理则本诸宋氏，而学问则优柔于周之未衰，并

称之曰虞、揭、柳、黄，而本朝之极盛矣。”［7］

《皇元风雅序》称：“故一时作者，悉皆餐淳茹和，

以鸣天下之盛治。其格调固拟诸汉唐，理趣固资

诸宋氏。至于陈政之大、施教之广，则能优入乎

周德之未衰，盖至是而本朝之盛极矣。继此而后，

以诗名世者犹累累焉。”［8］此处所引《夷白斋稿

序》收于元末之《吴游稿》，《皇元风雅序》则收于

明初之《越游稿》，表达了戴良不同时期的诗学见

解，但其核心观点基本一致。无论是“涵淳 茹和”

还是“餐淳茹和”，均为雅正和谐之意，其目的则

在“以鸣太平之盛治”。其诗文格调则比拟汉唐之

“雄浑”，其审美趣味则根基于宋代之“理趣”。这

不仅是戴良的诗学理想，也是浙东派其他诗人的

期待。王袆《浦阳戴先生诗序》评价戴良之诗曰：

“叔能之诗，质而敷，简而密，优柔而不迫，冲澹

而不携，庶几上追汉魏之遗音，其复自成一家者

欤。”［9］“优柔”“冲澹”乃是宋代理学审美观念的

核心，当然也是陶渊明诗歌最为宋人所看重的体

貌。由此，也找寻到戴良创作和陶诗的重要心理

动机之一，其《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序》曰：

余性不解饮，然喜与客同倡酬。士友过

从，辄呼酒对酌，颓然竟醉，醉则坐睡终日，

此兴陶然。壬子之秋（洪武五年），乍迁凤湖，

酒既难得，客亦罕至。湖上诸君子，知余之寡

欢也，或命之饮，或馈之酒。行游之暇，辄一

举觞，饮虽至少，而乐则有余。因读渊明《饮

酒》二十诗，爱其语淡 而思逸，遂次其韵，以

示里中诸作者，同为商榷云耳。［10］

他之喜爱陶诗，乃在其“语淡而思逸”，具体而言，

就是超然物外的高尚情怀，导致了其冲澹自然的诗

歌体貌，于是便写下二十首《饮酒》唱和诗篇，其

中第十四首曰：“里中有一士，爱客情亦至。生平

不解饮，而独容我醉。我亦高其风，往还日几次。

尔汝且两忘，何知外物贵。尚惧数见疏，淡中自

多味。”［11］陶诗亦曰：“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

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

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外贵。悠悠迷所留，酒中

有深味。”［12］尽管他们相聚之人有二人与众人之差

异，但在情趣相投、尔汝相忘、超然物外、深得酒

中之味等方面，已经惟妙惟肖，趋于融合。二者诗

歌语言也均畅达自然，不复雕琢，但又意在言外，

含蓄隽永。当然，戴良的和陶诗有其自身目的，其

《和杂诗》与《和拟古》主要是表达自我的易代之

感与品格操守，然后从陶诗中寻找到与自己最为关

切的两大主题——叹贫与饮酒，于是写下了《和饮

酒》与《和咏贫士》。贫穷乃是其隐居之常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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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则是克服孤独寂寞之有效方式。这既是陶渊明

常常面对的，更是戴良必须时时面对的。这些诗大

多都能写得从容自然、平淡含蓄，合乎汉魏五言古

诗的典型体貌，达到了戴良借古人酒杯、浇自我块

垒的创作目的。如果与同时期作者的其他诗作相

比，明显展现出不同诗学风貌。

然而，进一步仔细品味戴良的和陶诗，会发现

其与陶诗显然貌合而神离。戴良尽管从主观上希望

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追求平淡自然的诗风；目

的却是借此平复受伤的心灵，抚慰精神的孤独，因

而，诗中始终萦绕着挥之不去的苦涩、不平、凄

凉、孤独与失落。读他的诗，感受到的是低沉哀

婉、愤懑悲凉，而不是闲适平和、悠然自得。以

《和饮酒诗》为例，其三曰：“渊明旷达士，未及至

人情。有田惟种秫，似为酒中名。过饮多患害，曷

足称养生。此生如聚沫，忽忽风浪惊。沉醉故无

益，不醉亦何成。”［13］陶诗原意为人生短暂，理应

及时饮酒行乐，抛却人间虚名。戴良非但无法理解

渊明之酒趣，且错认渊明之爱酒为钓取虚名。他本

人之爱酒，完全是麻痹自我神经，明知沉醉无益，

不醉又当如何？故而权且呼酒买醉，以醉酒摆脱清

醒时之痛苦。这无疑早已远离陶诗境界。戴良和陶

诗在超然旷达的表象下，隐然蕴含的乃是耿介悲

慨的主调。他悲人生之不遇——“我如北塞驹，困

此东南道。有力不获骋，长鸣至于老”［14］；伤前

途之迷茫——“前行有衢路，往往变岩崖。我来一

问津，感叹伤人怀”［15］；感自我之孤独——“一

鸟乘风起，逍遥天畔飞。一鸟堕泥途，噭噭鸣声

悲。升沉亦何常，时去两无依”［16］；叹知己之难

逢——“介然守穷独，富贵非所思。岂不瘁且艰。

道胜心靡欺。恨无史氏笔，为君振耀之。谁是知音

者，请试弦我诗”［17］。如此情调，如此体貌，只

能用沉郁悲慨概括，或者说在闲逸超然中寄寓沉郁

悲慨之情。由此，戴良已有意无意将元明之际的两

种主流诗学形态融合为一体，构成一种独特的审美

基调。

戴良感伤孤独的人格心态不仅导致其沉郁浑融

的诗歌体貌，同时也构成有异于陶渊明的创作目

的。陶渊明以诗展现自我之高情远韵，在与自然

相融的境界中享受闲适超然之美，他不仅不需要

别人的优劣品评，甚至达到“此中有真味，欲辨已

忘言”的自我陶醉境地。而戴良诗主要目的乃是

排遣孤独、抚慰自我，不仅需要自我欣赏，更需

要同道相慰。他的许多和陶诗小序清楚地显示出

此种动机，如《和陶渊明移居二首序》：“余去岁六

月，迁居慈溪之华屿，迨今逾一年。僻处 寡俦，颇

怀凤湖士俗之盛，意欲居之。后游其地，得钱仲仁

氏山斋数椽，遂欣然徙家焉。因和此二诗，以呈

 仲仁。”［18］又如《和陶渊明连雨独饮一首序》：“吾

居海上，旅怀郁郁，方、钱诸地主时馈名酒，慰

此寂寥。闷至，辄引满独酌，坐睡竟日，乃和此

诗以寄。”［19］再如《和陶渊明咏贫士七首序》：“余

居海上之明年，适遭岁俭，生计日落。饥乏动念，

况味 萧然。乃和此 七诗以寄鹤年，且邀同志诸公

赋。”［20］可见，他因“僻处寡俦”而和陶诗“以呈

仲仁”，因“旅怀郁郁”而“乃和此诗以寄”，因

“况味萧然”而“和此七诗以寄鹤年，且邀同志诸

公赋”。在此，作者、诗友与陶潜之间构成一个尚

友古人、同声相求的文人群体，相互抚慰各自孤独

寂寞的心灵并切磋诗艺，共同度过前途渺茫的人生

旅程。此种诗学行为体现了元明之际文人雅集形态

的变相延续，也是戴良有别于陶渊明诗学思想的重

要特点之一。

关于戴良诗歌体貌与诗学观念的内涵特征，当

时就存在着颇大的认知与评价差异。好友宋濂与戴

良尽管在政治选择上有所不同，但对其性情人品

知之甚深，故而《九灵先生画像赞》称赞其“困而

亨，穷而泰，齐喜戚于梦幻，弃利禄犹泥沙”［21］，

看重的正是其逸民操守与境界。另外，曾与戴良

一起在四明隐居的乌斯道在《戴良缘赞》中又评

曰：“其容 粹然，其心霭然，其文沛然，非高视物

表以乐其天者乎？是宜论道庙堂之上，唱道为儒林

之先。胡为而遁世，顾啸傲乎风烟。然身遁而名

随，闻之者亦兴起而慕焉。”［22］他眼中的戴良依然

是一位啸傲物表以乐其天的隐逸高人，而并未认可

其长吟黍离之悲的遗民身份。“其容粹然，其心霭

然，其文沛然”的感受，更接近于陶渊明的风度与

诗风。在戴良众多的亲友至交中，或许谢肃的评价

最为准确到位，他曾专门为戴良写有一篇《和陶诗

集序》，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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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君子，苟秉忠义之心，虽或不白于当

时，而必显暴于天下后世者，是固公义之定，

亦其著述有所于考也。若楚三闾大夫屈原、汉

丞相诸葛亮、晋处士陶潜者，非其人乎？……

 （戴良）诗之体裁音节浑然天出者，又绝似渊

明，非徒踵其韵而已，因名之曰《和陶集》。

以予相交之善而深知其音也，俾论次以为之

序。予得而诵之，则其豪 放之气，猛烈之志，

寓于高雅闲淡之辞，足以使人嗟叹咏歌之者，

不但与靖节异世同符，而《离 骚》之怨慕、

《出师表》之涕泣、亦莫不具在其间也。则是

编之传，岂特著述之足贵，而忠义之心，无愧

于古之君子，必将有考于斯焉，其可尚也已。

虽然，自渊明之后，人知重其诗者不为甚少，

韦苏州学之于憔悴之余，柳柳州效之于流窜之

后。仿之而气弱者，非王右丞乎；拟之而格卑

者，非白太傅乎。而苏长公又创始和之，自谓

无愧于靖节矣，然以英迈雄杰之才率意为之，

故无自然之趣焉，有自然之趣，而无柳、白、

黄、苏之失者，其为先生是集乎？当与 陶诗并

传于后无疑矣。［23］

谢肃，字原功，浙江上虞人。与戴良为好友，

除此序外，还为戴之《吴游稿》撰序，戴良则为其

诗文集《密庵稿》作序时称其诗：“五言古律则本

之汉魏，歌行则遵李杜，近体则祖少陵，六朝、晚

唐无论焉。”［24］由此可知，谢肃既是一位颇富创作

成就的诗人，又与戴良关系密切而情谊深笃，故其

序当为深思之论。该序可注意者有三：一是对戴良

《和陶诗》的内涵特点概括准确，“其流离颠顿，寒

饥苦困，忧悲感愤，不获其意者，莫不发之于诗。

诗之体裁音节浑然天出者，又绝似渊明”，“其豪放

之气，猛烈之志，寓于高雅闲淡之辞”，正是突出

其诗作沉郁 顿挫与高雅闲淡的体貌特征；二是分析

其体貌构成之要素，乃是屈原之忠贞、孔明之忠诚

与陶潜之高尚等精神元素的有机结合，具备“《离

骚》之怨慕、《出师表》之涕泣”与陶潜之超然的

综合品格，同时又直接受到“待制柳公、文献黄

公、忠宣余公”等师辈“德行文章”之染化；三是

通过比较，肯定了戴良《和陶诗》的地位，既没有

韦应物等人的“气弱”之失，也没有苏轼“率意为

之”的少自然之趣，结论是：“当与陶诗并传于后

无疑矣。”作为戴良好友，谢肃的评价无疑有拔高

之嫌，但其所概括的戴之《和陶诗》体貌特征与思

想内涵，应是准确无误的，尤其是在元明之际的诗

坛上，具有无可替代的诗学价值。

随着宋代理学观念的流行，陶渊明在诗坛的

地位日趋走高，并显示出了两种主要倾向：一是

关于陶渊明遗民意识的强调，这可以朱熹为代表。

其《向芗林文集后序》曰：“陶元亮自以晋世宰辅

子孙，耻复 屈身后代，自刘裕篡夺势成，遂不肯

仕。虽其功名事业不少概见，而其高情逸想，播于

声诗者，后世能言之士，皆自以为莫能及也。盖古

之君子，其于天命  民彝、君臣父子，大伦大法之所

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后节概之高，语

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25］此处“耻复屈身后

代”的政治态度与对“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伦

大法”操守的强调，构成了遗民品格的内涵。考虑

到戴良的理学背景，朱子对陶渊明的此种认识，当

对其有明显的影响。二是对于五言古诗的认识逐渐

在发生变化，这 包括对于诗人情操境界的日益重视

与对于寄寓道理的日益讲究，并同归之于冲澹自然

体貌的追求，由此构成了元代五古重视理趣与寄托

的诗歌特征。戴良当然也是有以理学为诗文创作根

基的，因而也免不了带有说理议论色彩，故而王袆

评宋濂、戴良五古唱和诗曰：“其为言，或务简淡，

而其思远以切；或尚宏衍，而其情婉以周。鲍、谢

之微旨，殆各有之。至其托物连类，拂事兴怀，则

又有陈子昂、朱元晦兴感之遗音焉。”［26］如果通读

宋、戴二人这 20 首诗作，其说理教化成分并不十

分突出，而王袆依然强调其“托物连类”的“朱元

晦兴感之遗音”，可知此种看法已成诗坛之常用话

头。然而，对于戴良的《和陶诗》，无论就其实际

创作情况还是他人之评价，几乎没有所谓“理趣”

的表述。由于作者的构思方式与创作主旨均以抒写

自我人生感受与情绪变化为主，也就是所谓的“其

流离颠顿，寒饥苦困，忧悲感愤，不获其意者，莫

不发之于诗”，正是作者此种耿介之气与悲慨之情，

构成了劲健浑厚的体貌特征，后来四库馆臣用“风

骨高秀”对此加以概括，可谓凝练准确。所谓“风

骨高秀”，其实正是沉郁顿挫与闲适自然两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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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形态的有机结合。在元明之际诗坛上，没有任

何一位诗人能够具备戴良的此种诗风，因而展现出

其独具一格的诗学价值。然而导致此种“高秀”体

貌的，恰恰是由戴良坎坷遭遇、高洁品格与陶诗情

结所构成的独特诗学观念。

前人评价戴良其人其诗，大多从元代遗民角度

立论，认为其表现了坚贞的遗民气节和兴亡盛衰的

感叹，甚至连他本人也论其创作乃“歌黍离麦秀之

音，咏剩水残山之句”，似乎遗民诗人身份已成为

定论。但如果从此一角度诠释戴良，会造成严重的

偏差乃至误解。戴良自认遗民当然是历史事实，但

由此也造成许多尴尬，因为在整个元代，江南文人

因科举停滞与人分四等的政策，始终在心理上与朝

廷存有严重隔阂。作为江南文人的戴良不仅始终忠

于元廷而不仕新朝，还在诗中对元朝灭亡反复咏

叹。然而，其中许多表述却充满了反讽意味，诸如

“我如北塞驹，困此东南道”“正声沦郑卫，礼俗

 变邅乡”［27］，将自己喻之为“北塞驹”已属不伦，

而将世人眼中视为汉唐复兴的元明易代贬斥为“礼

俗变邅乡”则更是有违时人共识。难怪今人钱穆讥

之为“眼小如豆”，并感叹：“戴、王乃凭此立节，

长为同时及后人所慕想，斯尤可怪也。”［28］但是，

戴良政治眼界的局限与民族意识的模糊，似乎并不

影响时人对他人格操守的认肯。正如不应将陶潜的

归隐仅仅理解为对于旧朝的留恋与对新朝的抗拒一

样，戴良不仕新朝的选择除了遗民情结之外，还包

含了对道的坚守、对政治的恐惧及其对于新朝举措

的怀疑等。被当时士人所共誉的，自然是其道义坚

守与人格高洁，这才是戴良本色，《和陶渊明拟古》

其五言：“圭玷犹足磨，甑堕不可完。素行有一失，

诚负头上冠。孔门诸弟子，贤者是曾颜。超然季孟

中，穷达了不关。我尝慕其人，相从叩两端。形影

忽不及，咄咄指空弹。取琴置膝上，以之操孤鸾。

存心固云苦，中有千岁寒。”［29］坚持操守贞洁，无

视贫穷饥寒，当然是易代之际可贵的士人品格，从

颜回到陶潜再到戴良乃至顾炎武、王夫之，均应被

视为文人的楷模。从此一点上，戴良《和陶诗》即

使从内容上看，亦可挺然而立。如果扩大视野看戴

良诗文，或可更为全面地了解其胸怀与境界。早在

元末宋濂要归附朱明政权时，戴良便赠诗告诫说：

“寄声奋飞者，当慎子所之。烟波渺无从，云路迥

难依。云路多鹰隼，烟波有虞机。”［30］此处所言不

关乎民族关系与气节操守，他之不能归附朱明，乃

是担心宦海风波与朝廷危机。宋濂、刘基、王袆、

张丁、胡翰等浙东儒士，入明后皆死于非命，说明

戴良当初的警示绝非杞人忧天。政治选择的成败原

本就与人生的成功与否不在同一层面，则戴良在易

代之际的守道保身选择，也难以归之于“眼小如

豆”。因为无论是宋濂选择入仕行道还是戴良选择

归隐守道，在政治上虽则差异巨大，但坚持儒家的

政治理想乃是其共同核心，而最终又均被政治所碾

压乃至毁灭更显出其儒者的品格。因此，戴良和陶

诗的表层遗民之悲，掩盖不住他对诸多历史现象的

深刻反思，而穿越历史表层，感受到的将是更为多

元的生命体验。在文人们面对新朝建立的一派和乐

欢快诗歌旋律之外，戴良呈现了一种冷静的反思与

批评的立场，让后人体验一下当时尚存有如此沉郁

浑然的低沉之音，或许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

二 和陶诗的主流核心意念：
  “幽贞”与“清刚”

在元明之际的诗坛上，戴良《和陶诗》体貌的

独特性与思想的丰富性出类拔萃，但同时也说明多

数和陶诗并非如此。比如曾经在戴良隐居四明时

与之交往密切的桂彦良，在元末也曾写过一卷《和

陶诗》，尽管多数已经散佚，但却有幸留下谢肃所

作序文，恰可与戴良进行有趣的对比。序文前半部

分与戴良之序思路相近：“盖靖节乃晋室大臣之后，

豪壮廓达，有志事功。遭时易代，遂萧然远引，守

拙田园。故其赋咏多忠义所发，激烈慷慨。然读

《山海经》诸篇有屈大夫远游之志，《咏荆轲》一首

有豫国士吞炭之心，其他未易悉数也。第其寻常

措辞，雅顺而人不觉焉。然后世慕之者众，或效其

体，或次其韵，不失之槁，则失之华；不失之俗，

则失之奇；不失之弱，则失之豪。其于似枯而腴，

似易而高，似粗而微，即自 然之趣，寓无穷之悲

者，则求之 千百无十一也。是其诗岂易和哉？”［31］

此处所言之“慷慨激昂”而措辞“雅驯”，“即自

然之趣，寓无穷之悲者”，谢肃认为很少人能够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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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所谓“求之千百无十一也”。毫无疑问，他认

为戴良已达此高度，也就毫不吝惜地将此桂冠送给

戴良。谢肃对于桂彦良与陶渊明二者的评价，谓之

“不同其迹而同其心”，故而对其和陶诗评曰：

夫靖节山泽之逸，冻馁所缠，进不偶时，

而退安于命。然以气节 问学弗获表见于天下，

故托诗酒以自娱，非真酣于曲蘖汨于辞章也。

公乃切切焉以靖节之诗是和，靖节与公果何所

同邪？曰同其心不同其迹也。何也？在至正

末，天下大乱，众方以智术干爵禄，公则遁于

林壑以自乐其天，固有契于靖节者，兹所以属

和其诗也欤 ? 及皇明受命 , 圣人出而四海清 ,

士君子应诏而起 , 布列中外莫非英选。若公者

以孔孟之学，际明良之会，不数年而登台辅以

佐理宗藩，盖道德在躬，既孚于朝廷，文章已

出，将行于天下，顾岂蔽于 不耀之地而已也。

其视和陶集，直公曩时 一韵事哉。［32］

二人均有进取之志，又均不偶于其时，故而“退安

于命”“托酒以自娱”“以自乐其天”，此即为“同

其心”。不同之迹则是，陶潜终生不得志，“气节问

学弗获表见于天下”，只能以隐逸诗人而留名后世；

桂彦良则是“以孔孟之学，际明良之会，不数年而

登台辅以佐理宗藩，盖道德在躬，既孚于朝廷，文

章已出，将行于天下”，不会“蔽于不耀之地”。如

此，桂彦良的人生无须以诗歌作为价值之载体，其

《和陶诗》也便成为“曩时一韵事”而已。据其好

友乌斯道《清节先生传》记载：“所著诗文若干卷，

其在乡里曰《清节集》，在京师曰《清溪集》《春和

咏言》，为王傅时曰《山西集》，为长史时曰《拄笏

集》，还乡后曰《老拙集》。又有《和陶诗》《中都

纪行》，皆不在集中。”［33］桂彦良一生先后结过 8

个集子，如今一个也未留存，可知在其本人眼中，

“江南大儒”更需要以事功体现价值，而非抒情达

意之诗文。此一看法当然最符合浙东派的观念，较

之宋濂、刘基都体现得更为鲜明。

翻检各类文献，桂彦良仅有 6 首诗歌传世，其

中 3 首是和陶诗，现录于此，以见一斑：

蛟龙作云雨，蜉蝣出以阴。小大各有适，

胡然愁予襟。架插 千巻书，壁挂无弦琴。希贤

复希圣，视古犹视今。所贵生世间，动止为人

钦。有琴莫厌弹，有酒莫厌斟。穷居 见高节，

寡和乃希音。谁能言嗫嚅，强颜随冠簪。子云

媚新室，立言徒艰深。

神龙困渊蛰，野鹤凌空飞。飞潜不同调，

一喜复一悲。我生悟物理，独立恒无依。饮酒

 得真趣，读书探指归。匪为究穷达，亦复知荣

衰。前贤有遗则，行行慎无违。［34］

我生虽困厄，墙屋亦苟完。集芳被荷衣，

隐居思鹖冠。素无怨怼心，安有忧戚颜。明月

 照溪堂，清风隐柴关。螺杯 偶对酌，焦尾时一

弹。悠悠五噫歌，远怀梁伯鸾。庭前 种梧竹，

清秋共高寒。［35］

在此暂且不论其五古水平的高低，就格调体貌来

看，桂作更接近于陶诗。高洁的人格，平静的心

态，甚至“小大各有适”的玄学底色，都与陶诗极

为神似；再加上“架插千卷书，壁挂无弦琴”“明

月照溪堂，清风隐柴关”等幽静雅致的环境描写，

“饮酒得真趣，读书探指归”“螺杯偶对酌，焦尾时

一弹”的从容闲散风度展现，以及“穷居见高节，

寡和乃希音”“庭前种梧竹，清秋共高寒”的孤高

挺拔境界叙写，均颇有陶诗神韵。还有其明白自

然、流畅冲澹的语言特征，更使之拥有了陶诗的体

貌。这种诗学形态符合元末文人那种闲逸幽雅的情

怀与平和冲澹的诗风，是诗坛的流行风气。不仅桂

彦良能够写来得心应手，其实戴良在元末同样可以

应付自如，其早期诗集《山居稿》的《咏怀》《居

田》《饮酒》著作，皆有陶诗风范。如其《丁酉除

夕效陶体》云：“舋舋冬春易，悠悠时运倾。一岁

只今宵，胡能不心惊。我观寰宇内，谁非爱其生。

其生竟几何，倏忽已颓龄。长风向夕起，寒雪没前

庭。绿竹且就压，芳草岂复青。万事尽如是，何须

动中情。儿女方在侧，尊酒亦既盈。今我不为乐，

后此欲何成。笑歌 东轩下，且遂陶性灵。”［36］岁月

已逝，悠忽老大，事业无成，中情易感；然生命可

贵，青春不在，万事皆然，何须愁虑。于是，转忧

为喜，及时行乐，便可“笑歌东轩下，且遂陶性

灵”了。尽管此乃戴良元末战乱隐居中心态焦虑而

又自我开释的体现，但也确为陶诗的情调之一，读

来感到仿效得也算惟妙惟肖。

元末诗人对于陶诗的认知带有其自身的人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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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与情感基调，也就是面对无法改变却又无可规避

的战乱与贫穷，需要依赖高尚的节操与山水的陶冶

来保持对于清贫的容受与心境的平和。邓雅，字伯

言，江西新淦人，他写有数首阅读陶诗的感受，可

以显示当时文人对于陶诗的理解与认知：

古诗出性情，气运关盛衰。圣人既删述，可

以弦歌之。后来移习俗，绮丽夸当时。渊明本清

真，冲澹乃其宜。我性颇淳朴，平生爱其诗。驽

骀事鞭策，安得同驱驰。（《读渊明诗》）［37］

霜风透窗隙，皓月流清辉。良夜谁与同，

孤灯对陶诗。新意自有得，旧题颇知非。从兹

循轨辙 ，庶免惑多歧。（《读渊明诗》）［38］

吟诗不须苦，吟苦失诗意。吾笑郊岛徒，

雕锼损肝肺。凯风因时来，微雨从东至。凭几

诵陶诗，诗中有深味。（《读陶渊明诗二首》）

我性爱陶诗，难窥数仞墙。闲来辄诵之，

愈觉滋味长。大羮 无盐梅，土鼓谐宫商。谁能

起公死，执鞭向柴桑。（《读陶渊明诗二首》）［39］

第一首将陶渊明诗歌的“清真”性情与“冲澹”体

貌联系起来，以说明自我的“淳朴”性情是喜爱陶

诗之原因。第二首则有尚友古人之意，“孤灯对陶

诗”，伴随着皓月清辉，越读越觉有味并由此找到

作诗之正确“轨辙”。第三首是从批评角度强调陶

诗境界高超而自然平淡之好处，从中品味深厚隽永

的诗意。第四首除了再一次凸显“大羮无盐梅，土

鼓谐宫商”的自然高妙外，更表达作者追随陶潜的

艳羡之情。那么，陶潜何以能够写出如此高妙自然

的诗作？邓雅《题渊明画像》则精炼概括为“大

化观天地，闲情对菊松”［40］，即拥有高远开阔之

胸襟，方可有陶冶于自然中的情怀。在一个战乱时

代，若欲具此一种胸襟情怀，则需涵养自我、培育

情操，用邓雅之言说便是有“幽贞”之志：

乾坤清气，人物所锺。幽兰洒雪，虚室生

风。兰有芳馨，雪乃洁白。孰能比之，君子之

德。君子 之德，熏陶以成。我铭斯室，世守幽

贞。（《兰雪堂铭》）［41］

幽人爱孤芳，贞白比冰玉。寂寞竹篱间，

相依结茅屋。久香似无闻，一清如可掬。不有

 铁石心，谁能伴幽独。（《题宋彦辅梅屋》）［42］

“幽贞”二字是元明之际隐逸文人诗文作品中出现

率很高的词语，也是当时和陶诗之核心支撑观念，

“贞”为性情之正、操守之严与品格之洁；“幽”为

环境之寂静、心境之平和与境界之清远。诚如其所

言，前提是“君子之德，熏陶以成”，因为“不有

铁石心，谁能伴幽独”，唯有具此挺拔的人格与坚

贞的操守，方可过此“幽独”的生活，也方可与高

逸之士陶渊明心灵感通，引起共鸣。阅读元明之际

和陶、咏陶、拟陶诗作，可以有种种的个性差异；

但在“幽贞”的内涵与格调上，则是基本一致的。

身处乱世而心境超然，并写出冲澹闲逸的诗篇，也

许只有元明之际方可真正做到。

拥有如此的情怀与诗风，既不意味着所有文人

都能始终坚持隐逸的志向，也不代表其只能拥有单

一的诗歌体貌。桂彦良可以义无反顾地出山辅佐新

主以建功立业，邓雅当然也可以终其一生隐逸不出

而诗风淡然。但有一点在此必须予以强调，那就是

元明之际的慕陶诗人大多不具备戴良那样的遗民情

结。更多的文人乃是像舒頔一样，顺应历史兴衰的

大势，保持品格的独立。舒頔，字道源，安徽绩溪

人。从身份上讲，他也应是一位遗民诗人，但在其

作品中几乎找不到像戴良那样对旧朝的留恋情结与

对新朝的抵触情绪。他在元末写过许多反映战乱的

诗篇，其格调近于楚骚与杜诗，具有沉郁顿挫的体

貌。他专门写过所谓的《骚体送欧德渊知县》《骚

体送杨巡检》等诗作，一望即知其情感取向。尤其

是《七歌效工部体纪乱离时事》，其小序曰：“予生

不辰，罹此患难凡六载矣，因效其体以赋之。”其

第一首曰：“有客有客号贞素，抱琴书兮走途路。

昔曳长裾兮王侯门，贵介杂遢兮笑谈尊俎。归来七

载兮流离莫措。呜呼一歌兮歌正苦，仰天长叹向谁

诉。”［43］无论是内容还是格调，均有杜诗反映民生

疾苦、感情悲伤沉郁的特点。然而当元明易代之

后，他非但接受了此一沧桑巨变，而且心情平静，

并无哀伤痛苦的感受。他固然不再入仕新朝，但

也能够心情平和地面对一切。在现存《贞素斋集》

里，随处可见此类平静自然、格调轻松的诗作，以

《幽居十首》（存四）为例：

自爱幽居好，门无俗子来。朝廷常选士，

岩穴每遗材。垂柳拂蓬户，飞花点砌苔。栖迟

林壑态，补报乏涓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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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爱幽居好，箪瓢陋巷如。诗评王霸业，

日读圣贤书。数竹惊栖鸟，敲针学钓鱼。酒炉

并茶灶，镇日伴茅庐。

自爱幽居好，衡门鸟雀驯。笔床香带墨，

书几翠分筠。诗礼家声旧，儿孙学业湮。论文

求益友，斗酒聚比邻。

自爱幽居好，园池物物新。碧桃飞粉翅，

翠藻跃金鳞。久谢江湖友，长怀翰苑人。德星

何处聚，昨夜梦荀陈。［44］

在舒頔的幽居生活中，一切都是平静和谐的：

垂柳飞花，竹林栖鸟，碧桃粉翅，翠藻金鳞，可谓

景色宜人；笔床墨香，作诗读书，友朋相聚，论文

斗酒，一切都是融洽惬意的。他隐居不出，但并不

反对朝廷选士征贤；他箪瓢陋巷甘于清贫，却又常

怀翰苑友人而愧乏无力补报朝廷。此处没有易代的

沧桑之感，甚至没有人生短暂的生命喟叹。这与舒

頔所理解的陶渊明有关，其《云台观集燕序》曰：

“元明遭叔世，知晋室之不可支，知禄仕之不可久，

在官八十二日，假督邮而去，赋《归去来》以自

况，其高蹈 清绝，千载之下，一人而已。观其诗冲

澹 雅洁，夐出尘表，固自成一家，虽沈宋鲍谢，未

易窥其藩篱。嗟夫！花非异于昔也，时有变迁，而

人品特殊耳。今有人焉，雅洁如之，冲澹如之，唾

视利禄如之，何古人之不若邪？”［45］他完全不提

陶渊明的黍离之悲，只是赞其“高蹈清绝”的品

格，以及由此形成的“冲澹雅洁，夐出尘表”诗

风，且如果后世之人拥有如此“雅洁”“冲澹”的

特殊人品，也理应像陶潜一样获取人们的尊敬。在

新旧交替之际，舒頔没有明显的立场偏向，他以百

姓之苦乐与自我之感受作为判断现实与诗歌创作的

依据，故而四库馆臣评曰：“其文章颇有法律，诗

则纵横排宕，不尚纤巧织组之习，七言古体尤为擅

场。卷首有頔自序及自作小传，均以陶潜自比，而

其文乃多颂明功德。盖元纲失驭，海水群飞，有徳

者兴，人归天与，原无所容其怨尤。特遗老孤臣，

义存故主，自抱其区区之志耳。頔不忘旧国之恩，

为出处之正；不掩新朝之美，亦是非之公。固未可

与剧秦美新一例而论矣。”［46］也许只有在元明之际

这样的特殊时代，才会有如此的心态与诗风。他从

文人气节上坚持不仕新朝，是对曾经生活并效力过

的旧朝的交代；但他也没打算与新朝相对抗，因为

除了民族情结之外，新朝的确有更为胜出的一面，

他没有理由忽视这些。关于舒頔的诗学观念，有

《贞素先生自传》为证：

喜歌咏，或古风长律，取意 而足，不蹈

袭，不务奇，务在理胜。三为教官，遭时抢

攘，遂退处教授私塾。名所居曰贞素斋，斋

之前植花木数本。四时红白相继，环以湘竹。

良辰美景，邀亲朋话旧。有酒酌数行，不强

人过饮，蔬肴随所有。陶陶然，油油然，不

计家之有无。风清 昼闲，或篆隶数章，意与

笔悟，即快然自得。晚值清平，得没余齿。

身之所处，绰有余裕。星者云，年当及大耋，

不终偃蹇。自谓死生有命，岂敢必其说。富

贵福泽，皆不足为吾心扰。晋有 靖节翁，与

予异世而同志也。［47］

舒頔在此所言，既是其人生经历，也是生活

理想；既是环境描绘，也是诗学理想。“取意而

足，不蹈袭，不务奇，务在理胜”，既是陶诗的特

征，更是宋代以来理学家之审美理想，其要旨在于

平淡中寓深意，追求自得适意的诗意效果。红白相

继，良辰美景，亲朋话旧，酒酌数行，享受此陶陶

然、油油然的人生之乐，而后“风清昼闲，或篆隶

数章，意与笔悟，即快然自得”，达到了物我一体

的审美人生境界。舒頔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此种感

受，便只好拉陶潜作比，“晋有靖节翁，与予异世

而同志也”。这当然只是舒頔的理想而已，在百废

待兴的明初不一定能够落实在实际生活中。但是，

战乱结束，太平到来，文人们从颠沛流离中走出，

容易产生知足安宁的想法。这肯定不是少数人的念

头，因而舒頔的人生理想与诗学观念是有相当典型

性的。如果加以对比的话，戴良的和陶诗具有独特

的体貌与丰富的内涵，而桂彦良、邓雅与舒頔的和

陶、拟陶与咏陶诗，则更具有元末明初的时代共同

性与典型特征。

三 童冀和陶诗的“清刚”品格
 及其时代意义

随着元明易代的时事推移，文坛主流对隐逸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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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逐渐发生了转向。浙东学者吴沉在《戴九灵

先生画像赞》中一面赞叹戴良之隐德，所谓“夫身

之退者，德必进；迹之晦者，名必扬”；一面却又

不无遗憾地说：“造物者既俾若人以绝出之长，则

必使之鸣国家之太平，和仪凤之铿锵，岂肯置之

于山林泉石之乡也耶！”［48］此乃同门学人的期待，

与戴良之人生取向何啻天渊之别。可知此时诗坛

的主流思潮已发生根本转向，由崇陶意识向台阁书

写转移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最能体现风气转移者

乃是与戴良同门的童冀，他在元末与明初创作出两

组《和陶诗》。关于童冀的生平与《和陶诗》写作，

学界已有两篇研究论文［49］，其中一篇还从《永乐

大典》中搜集到童冀《前和陶诗》的两首作品，可

谓弥足珍贵。但童诗价值不仅表现在创作水准上，

更展现了一位浙东文人诗学观念随着历史环境推移

而发生的明显变化。清人陈田《明诗纪事》撮合前

人相关文献，对童冀有简练介绍：“冀字中州，金

华人。洪武丙辰（九年），征入书馆。出为全州教

官，迁湖州教授，调北平，坐罪死。有《金华》、

《南行》、《霅川》、《北游》等集，合为《尚綗斋集》

五卷。”［50］据考，其《前和陶诗》作于隐居金华之

时，而《后和陶诗》则作于北平任职期间，前后相

隔约 30 年。童冀一生未能跻身朝廷台阁，长期辗

转于地方教职，因而其创作以诗赋为主，尽管具有

一定的特色与水准，但若论其在明初诗坛之影响实

属有限，为其在文学史上赢得地位的恰是《和陶

诗》。钱谦益《列朝诗集》选其诗作 31 首，和陶

诗居然占了 24 首；朱彝尊《明诗综》选其诗 4 首，

虽未选和陶诗，但在小传中未提其文集，仅言其

“有《和陶诗》”，并引述姚广孝跋语以为评论；陈

田《明诗纪事》选其诗 2 首，全为和陶诗。由此可

知《和陶诗》对于童冀之价值与意义。

童冀《后和陶诗序》曰：“余往年尝一和陶靖

节诗，俯仰垂四十年，浮云世事，何所蔑有？及来

河朔，触事感怀，间用其韵，积日既久，辞无诠

次，因裒而目之曰《后和陶诗》。然余前所和者，

多因 其事而寓己意，今所和者，第用其韵，不复用

其事云。”［51］洪武二十二年（1389）童冀至北平任

职，二十五年（1392）姚广孝书其《后和陶诗》并

作跋语，则知其创作时间当在此间。于此前推 40

年，其《前和陶诗》当创作于元至正后期，代表了

那一时期童冀的诗学观念。据考，《前和陶诗》今

所能看到者尚有 8 首：《永乐大典》保存了《和神

释》《和影答形》2 首；《列朝诗集》保存了和《读

山海经》第五、第六首，《和杂诗》第三、第四首；

《明诗纪事》保存了《读山海经》第三、第十首。

从这些残留诗作中，可以用“萧散冲淡”与“比

物寓兴”相融合的性质来概括那一时期童冀的诗

风，陶诗的格调与其隐逸身份相合，故而有和陶的

兴趣；进取之心未泯则有别于陶翁，则又兼具浙东

文人之观念，这便是其《前和陶诗》所蕴含的基本

诗学思想。由于现已无法窥知其《前和陶诗》的全

貌，因而也无法对其展开深入讨论。

童冀的《后和陶诗》乃是其北平任职期间所

作，这是作者历经十余年仕宦经验之后的人生体

验表达。童冀与宋濂、王袆、胡翰、苏伯衡等同

门文人不同，他从未进入过朝廷高位，始终辗转于

地方教职，因而其感受便带有更多下层文人的色

彩；更因为宦海风波的体验，使之有了不同于隐居

金华时的思想情感，故而其《后和陶诗》也就颇能

代表其后期诗学观念。据其本人所言：“余前所和

者，多因其事而寓己意，今所和者，第用 其韵，不

复用其事云。”“用其事”意味着他必须与陶潜所言

本事保持一致，“寓己意”亦将受到一定限制。“第

用其韵，不复用其事”虽亦受韵脚限制，但毕竟可

以超越本事，自由抒写自我人生感受。最早评价其

《后和陶诗》的是姚广孝，其《书中州先生后和陶

诗》曰：

和韵非古也，为之者犹为难，其所难者，

拘于韵不免于牵强，往往有为之者，贵图足其

篇章乃已。中州先生以陶靖节诗多寓 己意而和

其韵，其辞如茧抽泉决，略不见其艰窘，矧有

牵强者耶？读之使人歆艳无已。愚尝谓靖节人

品 卓绝，志趣闲远，况其于诗得《三百篇》之

遗意，所以不假 刻琢，自然成章。后世虽有拟

效之者，皆仿佛想像，岂能企及者哉？今先生

寓以己意，而特和其韵，不亦难矣乎？盖先 生
才力老成，问学淹贯，二十年来，奔走南北，

虽涉世故，乐天知命，有合于靖节之志趣，故

其所和之诗，与前人拟效者，大有径庭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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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和者，因岁月久远，不一而成，故有前后

之说耳。前和者金华苏先生平仲书，后和者先

生与余同客于燕，而余欲书。余于先生之作而

甚爱之，不容不书也。虽拭老眼，勉录于简。

览者当求先生是诗之妙，慎勿以余之字画工拙

为较也。故识于卷末。洪武二十五年仓龙壬申

冬十月廿又七日独庵道衍。［52］

姚广孝，法名道衍，字斯道，号独庵老人，逃

虚子，长洲人。他本为吴中僧人，元末在苏州城中

与高启等北郭十友多有诗歌唱和，入明后至北平执

掌佛教事务，与燕王朱棣来往密切，后辅佐其推翻

建文帝而登上皇位，自己也以功获取高位，任僧录

司左善世，加太子少师。童冀在北平任职时，与广

孝多有交游唱和，可谓密友。从其为童冀书写《后

和陶诗》并写跋语一事来看，亦可证二人非属泛泛

之交。童冀《后和陶诗》得以流传至今，姚广孝

书写之功实不可没。然而，细读此 99 首和陶诗作，

姚氏上述跋语之评，却并不完全合乎童之诗作与观

念之实际。该跋文由三点所构成：一是概括陶诗特

点为“人品卓绝，志趣闲远”“不假刻琢，自然成

章”，此为宋以来之共识，自然没有问题；二是童

之和作“多寓己意而和其韵，其辞如茧抽泉决，略

不见其艰窘”，亦即自然从容而无牵强模拟之痕迹，

此乃从诗歌语言层面立论，亦尚距事实不远；三是

论童之和作之内容与成就：“盖先生才力老成，问

学淹贯，二十年来，奔走南北，虽涉 世故，乐天

知命，有合于靖节之志趣，故其所和之诗，与前人

拟效者，大有径庭也。”才力与学问属于主观评价，

可有见仁见智之不同；至于是否较之前人和陶诗水

平更高，亦可有不同之眼光。关键是童冀是否真的

“虽涉世故，乐天知命”，与陶潜之志趣相合？我

以为，姚氏之说与童冀之创作和思想颇为不合。简

而言之，陶诗之萧散冲淡是作者超然自得之真实呈

现，而童诗之乐天知命乃是无奈选择。也许童冀渴

望拥有陶诗之高度，却从未真正达到过那样的境界

与体貌。他此时的诗歌创作是疲惫人生的咏叹，其

创作方式是借助陶诗来传达自我的人生无奈。

之所以说童冀的和陶诗是自我人生无奈的表达

方式，是因为其中所寄寓的情感内涵大都是苦涩而

悲凉的。首先，是他往往借助和陶来宣泄自我的

挫败感。其《和答庞参军》曰：“弱龄业坟典，日

诵逾万言。缅怀董夫子，下帷不窥园。立年遘兵

戈，箧笥无遗篇。阖室倦奔走，比舍罔弗然。中年

际隆平，规以寻旧缘。出处 靡所定，素志无由宣。

南徂极湘浦，北首逾恒山。故乡益悠远，怅望归何

年。”［53］全诗的核心乃是围绕“出处靡所定，素志

无由宣”一联而展开，弱龄的攻读，中年的逢乱，

晚年的奔波，非但难以实现自我夙愿，归乡亦渺无

希望。那么，其“素志”之内涵为何？其《和有

会而作》给出了答案：“客乡逢歉岁 ，旅食幸无饥。

素餐已厚颜，况敢慕轻肥。出逢穷巷士，往往寒无

衣。念之 力弗逮，内省恒自悲。千载后稷心，讵谓

今人非。许身企稷契，永怀杜拾遗。若人不可作，

吾将谁与归。赖有 醉乡在，痛饮乃吾师。”［54］这无

法实现的“素志”，其实便是“行道”目标的落空。

他所看到的现实，乃是“歉岁”而穷士御寒无衣，

更遑论贫民百姓之生计何如。他本有致君尧舜的宏

愿，如今却早已付诸东流。“念之力弗逮，内省恒

自悲”，直接宣告了行道的失败以及挫败后的悲伤。

他所能够效法陶潜的，乃是“赖有醉乡在，痛饮乃

吾师”。如此的饮酒，如何能获陶然之乐？

其次，是自我高尚品格的坚守。“行道”既

不可能，归隐亦复无望，他之所能做的，唯有坚

持洁身自爱之操守，如《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

风于规林二首》其二“修名不早立，俯仰愧古

人”［55］；《贫士七首》其七“独有令名在，君子慎

厥修”［56］；《拟古九首》其一“所贵立修名，荣华

亦何有”［57］；《拟古九首》其八“努力成修名，岁

月不我待”［58］。他何以反复咏叹自我之“修名”？

那是因为现实之残酷，所谓“徒有忧世心，时事

 每相违”［59］，既然不能改变“时事”，只好退而自

守，做一个不同流合污的君子。他在经过长久的

宦海风波之后，依然牢记着作为一个儒士的底线，

《饮酒诗二十首》其十二称：“辞受贵合义，出处亦

以时。三聘 有弗起，万锺有固辞。所以古君子，立

志恒在兹。寸心辨义利，万事勿复疑。如何奔競

徒，甘为声利欺。驱车 九折坂，日暮欲何之。”［60］

此处重要的不是对于辞受出处原则的强调，也不在

于对于奔竞声利之徒的斥责；而是对于“三聘有弗

起，万锺有固辞”的理想与“驱车九折坂，日暮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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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之”的现实之间巨大反差的对比。在此，童冀面

对人生挫折所显出的自我操守坚持，的确有一点屈

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悲壮精神。

最后，是对于归乡的渴求与隐居生活的向往。

《杂诗》其六曰：“生世无百年，我愿常欢喜。尊重

有美酒，胸次无尘事。宠辱了不知，动静得如意。

妻孥常在眼，亲故数相值。畅饮送余年，一任岁月

驶。身后称善人，财产不须置。”［61］希望人生的快

乐，开心愉快地饮酒，宠辱不惊地度日，妻孥亲故

的亲融，一任岁月的流逝。这的确已经接近陶诗

“萧散冲淡”的境界，然而却是想象中的而非实有

的。《拟古》其九曰：“我昔在田野，曾和渊明诗。

俯仰三十年，不谓身见之。去乡五千里，往往劳

梦思。”［62］此时，他想到了 30 年前自己的和陶诗，

也许彼时身在其中并无深解，而俯仰 30 年之后，

才真正体味到陶公的感受。然而，那样的生活早已

一去不返，唯有在梦与诗中才能得而复见。他曾有

一首《次邓伯言思归诗》曰：“万里江南客，思乡

无限情。白头谁作伴，清夜读书声。”［63］这既是一

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诗学观念，他的愁思苦闷、

思乡怀隐，通过和陶与读书而得到暂时的缓解。对

此，《题邓伯言诗集》论说得尤为充分：“时雨涤烦

暑，焚香坐清晨。开轩面山色，有客过我门。袖衔

珠玉篇，髙论悬河翻。清辞及妙语，往往与道邻。

嗟予生苦晚，弗获窥道真。讵意衰谢余，正始乃复

闻。古人不可见，古道良未湮。俯仰 三叹息，永言

怀古人。”［64］在此，他读到了同样酷爱陶诗的前辈

诗人邓雅的诗集，顿时从中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其

中不仅具有“清辞”“妙语”，而且蕴含着人生至

道。“俯仰三叹息，永言怀古人”，既是邓雅读陶、

爱陶的感受，也是童冀阅读邓雅诗集的感受，更是

邓雅与童冀和陶诗时的感受。

阅读童冀这 99 首和陶诗，可以明显感受到其

情感的复杂与思想的矛盾，它们往往悲伤与喜悦并

存、失望与希望同在，从而呈现出一种发散性的多

指向特征。以下两首典型地体现了此种情状：

读书期致用，为贫岂不仕。胡为尚高志，

进退惧失己。伊予业章句，所重在廉耻。半生

守环堵，白首去乡里。跋疐川途间，岁行逾一

纪。来日 能几何，前途未知止。修身 以俟命，

天道谅可恃。（《和饮酒诗二十首》其十九）［65］

世道日以降，百伪无一真。浇风扇四维，

末俗何由淳。渊明虽好古，举世方尚新。南北

风马牛，肥瘠越与秦。幸有 醉乡饮，可避车马

尘。况我后千载，劳生每长勤。奔走歧路间，

邈与六籍亲。结发 志求道，白首迷通津。岂不

灵万物，被服加冠巾。修名 苟不立，愧此天地

人。（《和饮酒诗二十首》其二十）［66］

这是《和饮酒》诗的最后两首，虽难以证实这

就是其《后和陶诗》最晚写作的两首，但观其内

容，显然是作者经过诸多思考后思想情感倾向的

表达。“修身以俟命，天道谅可恃”，“修名苟不立，

愧此天地人”，乃是作为浙东派儒士的一贯人生立

场，因而他必须守之终生。但他也始终处于迷茫

之中，“来日能几何，前途未知止”，“结发志求道，

白首迷通津”，他不知道命运会将其带向何方，更

不知道会有何种结局。当年的陶潜尚可“幸有醉乡

饮，可避车马尘”，而他却没有，陶潜的人与诗只

能作为一种境界去向往，只能在写作中梦想一下而

已。因此，童冀的和陶诗犹如作家之白日梦，是一

种精神的慰藉与现实苦闷的补偿，其中所蕴含的诗

学观念，代表了那一时代普通士人的思想特征。通

过和陶诗的创作，他抚慰了精神的创伤，保持了诗

意的想象，从而度过凡庸而苦闷的人生；通过和陶

诗的创作，他坚持了自我的操守，表达了对现实的

不满，但不至于直白与激烈，从而维持一种理想与

现实的微妙平衡。从诗歌创作的角度来看，在台阁

体的鸣盛观念成为诗坛主流观念时，和陶诗显示出

另一种独特的品格，四库馆臣评童冀诗曰：“词意

清刚，不染元季绮靡之习。”［67］用“清刚”来概括

童冀的和陶诗体貌，或许更为恰切。对于 归隐生活

的向往体现了陶诗之清纯，而自我节操之坚守则使

其拥有了挺拔的风骨，合起来即为“清刚”之体

貌。然而，童冀已经入明二十余年，与之相对应的

不应该再是元诗之绮靡软弱，而是明初台阁体之虚

空浮泛。换言之，童冀之和陶诗未能达到山林之诗

的萧散冲淡，却也在台阁体之外保持了一股难得的

“清刚”之气。

在元明之际的诗坛上，无论是戴良的寄沉郁于

平淡，还是邓雅、舒頔的“幽贞 ”之品格，乃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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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的“清刚”之气节，均是通过和陶诗以表达自我

之情志的有效方式，并蕴含了深厚的历史内涵，形

成了中国诗史上一种独特的诗歌创作模式。无论他

们之间存在多少差异，也无论他们是否达到了陶诗

的水平，有一点则是相同的，那就是依靠对于陶诗

的追慕与仿效，构建起自我的诗学理想，满足了自

我的精神需求，从而度过易代之际坎坷、痛苦、困

窘乃至无奈无聊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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